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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由主义反对政府的生育补助ꎬ而生育补助的支持者认为ꎬ儿童构成一种公共物品ꎮ 这两者观点

都有其缺陷ꎬ人身所有权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把握生育的群己权界ꎮ 许多权利主体ꎬ包括儿童本人ꎬ对儿童都拥有

人身所有权ꎬ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潜在或现实的儿童多级人身所有权ꎮ 近代工业化以来ꎬ世界范围内的儿童保护

和福利政策ꎬ本质上都是一种儿童部分公有化ꎬ它体现了政府所代表的儿童公共人身所有权ꎮ 当代中国的生育

扶助政策ꎬ也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儿童公有化ꎮ 公有化是一种总体描述ꎬ其具体的权利构建ꎬ则视宏观的社会经济

结构和微观的儿童处境中的权利嵌入而定ꎮ
〔关键词〕儿童公共物品说ꎻ儿童部分公有化ꎻ儿童多级人身所有权ꎻ生育扶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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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生育———包括生殖和养育———无疑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ꎮ 孤立地

看ꎬ生育行为主要发生在两性之间ꎬ但作为社会行为ꎬ它涉及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国家与家庭

之间、学校等机构与家庭之间、政府与学校及家庭之间等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分界ꎮ 随着近年来中国

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ꎬ全面放开、鼓励生育以及降低抚养成本乃至推行社会化抚养的主张逐渐升温传

播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ꎬ除决

定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外ꎬ还构建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ꎬ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ꎬ降低生育、养
育、教育成本等各方面的生育及配套政策ꎬ意味着中国也走上福利国家曾走过的政府支持生育之路ꎮ

从社会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ꎬ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ꎬ需要重

新调整生育的群己权界ꎮ 这是一个如何认识儿童权利的哲学问题ꎬ它所涉及的ꎬ不仅仅是限制或鼓励

生育这样一个判断ꎬ更重要的是对于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ꎬ以及他们与父母、与全体成年人之间的关

系性质的认识ꎮ 只有从根本上把握儿童权利ꎬ才能对当前和历史中的生育问题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ꎬ
这也是研究群己权界问题的哲学使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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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是公共物品吗

生育本质上是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关于儿童、父母以及国家在生育问题上的权利分配与责任承担ꎮ
所谓人口再生产ꎬ即指“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ꎬ是人类两种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繁殖活动ꎮ〔１〕 物

质生产活动需要人口再生产提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ꎬ因此ꎬ人口再生产并不能局限于狭义的生育ꎮ
将怀孕到生产的这个过程视为生育活动ꎬ这是生育的狭义ꎬ亦即生殖ꎮ 广义的生育除此之外ꎬ还将此

后的照料、养育和教育过程都视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从物质生产活动的需求来看ꎬ生殖活动

显然远远不足以完成人口或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ꎮ 而从作为生育主体的父母来看ꎬ对养育和教育的

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将严重影响到怀孕和生产的动机ꎮ 尤其是避孕和堕胎技术的普及ꎬ使得这些考虑

的影响尤其重要ꎬ远远超过纯粹的身体欲望或恐惧心理ꎬ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动机ꎮ 网上流传的“高房

价导致低生育率”“养育成本太高不敢生孩子”等说法ꎬ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ꎬ即除了极少数的“管
生不管养”的父母之外ꎬ当代父母的生育动机本质上贴合广义的生育观ꎮ 本文采用广义的生育观ꎬ既
是对现实生育动机的哲学抽象ꎬ同时也符合前述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的基本逻辑ꎮ

对于生育的政治哲学讨论ꎬ早期集中在妇女可否自主堕胎问题上ꎮ 争论的焦点在于胎儿是否是

一个拥有道德能力的实体或人ꎮ 自由主义的看法是将全部生育权利赋予妇女ꎬ认为妇女有权利自主

堕胎ꎻ而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胎儿已经具有了生命ꎬ因此堕胎等同于谋杀ꎮ 通常而言ꎬ这两类观点被

概括为选择权和生命权的冲突ꎮ〔２〕但这只是生命哲学和神学的关注核心ꎬ它们的全部焦点就在于胎儿

是否具有生命权利ꎮ 这种讨论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比如胎儿和婴童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上给我

们带来洞见ꎬ但放在群己权界的实践来看ꎬ这些讨论过于局限于当代西方的语境ꎬ从而事实上忽略了

自主堕胎背后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界线ꎮ
放眼古今ꎬ堕胎现象一直存在ꎮ 在传统社会ꎬ堕胎通常并不构成一种法律实践ꎬ无论是否堕胎ꎬ它

基本上属于个人或家庭的自主选择ꎮ 因此ꎬ当堕胎问题上升为一种政治争论的实践ꎬ这本身意味着ꎬ
国家开始介入生育领域ꎬ个人已经无法拥有充分的生育自由ꎮ 即使法律赋予了妇女充分的堕胎自由ꎬ
那也是国家的许可ꎬ并且完全有可能将它撤销ꎮ 撇开选择权与生命权争议的具体内容ꎬ我们可以将相

关法律实践视为一种国家收拢胎儿和孕妇人身所有权的努力ꎮ 而将眼光放在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

上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反的方向ꎬ这里妇女的生育权利曾经尤其狭窄ꎬ妇女虽然拥有堕胎自由ꎬ但却

缺乏充分的生殖自由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将生殖阶段的群己权界大致描述为一种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连

续谱ꎬ一侧是个体在堕胎、生殖方面拥有充分的自由ꎬ另一侧则是国家完全控制了个体的自由ꎬ在这中

间ꎬ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政策ꎮ 比如ꎬ有条件的堕胎自由、一孩政策、有条件的二孩政策、普遍的二孩政

策、有条件的三孩政策、普遍的三孩政策、全面生育自由、生育鼓励政策ꎬ如此等等ꎮ 换言之ꎬ与其纠结

堕胎问题的权利细节ꎬ不如放眼国家与个人在生育问题上的人身所有权的分割状况ꎮ 这样ꎬ我们可以

观察到更为宏观的权利图景ꎬ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实质ꎮ
堕胎或者说生殖远非生育的全部ꎬ生下来如何养的问题并不比生殖本身轻松ꎮ 恰恰在这个问题

上ꎬ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洞见与局限性都非常突出ꎮ 撇开教育内容的政治倾向、宗教立场、文化观念

等意识形态问题ꎬ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有关生育的主流政策是鼓励生育(或谓之儿童福利)ꎮ 相关政治

哲学的讨论焦点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如何分担生育成本ꎬ亦即儿童是否构成公共物品ꎮ
自由主义的逻辑反对政府的支持生育政策以及相关的儿童福利ꎬ主张父母应当承担全部的生育

责任ꎮ 自由主义的理由是多样的ꎮ 有的采用德沃金选择与运气区分的视角ꎬ在他们看来ꎬ两个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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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孩子ꎬ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为而非不幸的运气ꎬ那么ꎬ他们凭什么要求所有其他人为他们分担

生育成本呢?〔３〕有的认为ꎬ生育补贴(ｐｒｏ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是不公平的ꎬ违背了从哈特到罗尔斯等人所

主张的公平原则ꎬ因为那些生孩子的父母实际在搭便车ꎬ让那些不生或少生孩子的人们为他们支付养

育成本ꎮ〔４〕有的反对普遍儿童福利ꎬ而只主张特殊情况下的支持或限制ꎮ 其依据就是儿童的外部性ꎬ
如果儿童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正外部性ꎬ那么可以适当对父母予以公共资助ꎮ 当然ꎬ如果所生育儿童

对社会带来危害或加重负担的情况下ꎬ那么就有理由对生育行为进行征税ꎮ〔５〕这些有关生育的自由主

义理由虽然千差万别ꎬ但其反对或主张削弱儿童福利ꎬ将生育成本私人化的倾向是一致的ꎮ
无论自由主义反对生育成本的公共分担ꎬ主张父母应当承担生育全部成本的理由如何丰富ꎬ现实

是ꎬ生育和儿童福利已经是一个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制度和政策ꎬ并且在可见的未来将一直持续下去ꎮ
因此ꎬ与其罗列反对生育补贴的各种理由ꎬ毋宁阐述相关问题上的正面依据ꎬ何况这是当代西方国家

的生育权利的现实ꎮ 大抵而言ꎬ支持理由将儿童视为公共物品ꎬ认为抚育儿童可以带来日益增长的社

会经济上的正外部性ꎮ〔６〕因此ꎬ有必要对生育过程中没有获得社会报酬的劳动予以补偿ꎮ 南希􀅰费伯

尔指出ꎬ生育劳动往往由妇女承担ꎬ但由于妇女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ꎬ其生育劳动未获得足够的充分

补偿ꎮ 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ꎬ现有的转移支付政策往往更倾向于老年人ꎬ而借债支出则意

味着对未来世代的征税ꎮ 因此ꎬ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养老保障支出ꎬ并增加对儿童父母的转

移支付ꎮ〔７〕罗尔夫􀅰乔治认为:“儿童将长大成人ꎬ撇开其他身份ꎬ他们将成为养老金的提供者、社会的

维护者ꎮ 他们是且必须是自由的主体ꎬ但他们也是生产资料、资本投资ꎮ”那些不生孩子的人也将从中

获益ꎮ 因此ꎬ有必要向那些不生孩子的人征税ꎬ向生育的父母进行补贴ꎮ〔８〕这些观点虽然不乏争议ꎬ但
可以视为当代英美政治哲学对儿童道德地位的强调———儿童是一种公共物品ꎬ因此应当予以补贴ꎮ
这种儿童公共物品说为我们带来有益的洞见和启示ꎮ

一方面ꎬ儿童公共物品说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由于不产生经济价值所导致的性别不

平等的现实ꎮ 从两种生产理论来看ꎬ家务劳动的实质是维持人口再生产ꎬ全部家务劳动的核心就是生

育ꎮ 然而ꎬ除了少数富裕家庭可以购买家务劳动外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都必须自

己承担生育及其相关家务劳动ꎮ 由于这部分家务劳动没有得到市场的付酬ꎬ从而事实上妇女处于一

个宏观上被剥削的地位ꎮ 许多女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ꎬ不愿意在生育上投入过多ꎬ
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ꎮ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ꎬ“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

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ꎬ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ꎮ” 〔９〕因此ꎬ儿童公共物品说是克服资本主义

性别不平等所导致的生育率下降问题的一种政策应对ꎮ 尽管如此ꎬ由于生育补贴和儿童福利仍然不

足以克服家务劳动所导致的不平等ꎬ因此ꎬ它也只能部分缓解这个问题ꎮ 真正彻底解决这个问题ꎬ必
须实现所有制的根本变革ꎮ

另一方面ꎬ儿童公共物品说给出了当代发达国家儿童福利政策的伦理依据ꎮ 当生育率下降ꎬ影响

到国家的人口规模时ꎬ客观上需要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ꎮ 与面向弱势群体的残疾人福利、低收入家庭

福利不同ꎬ生育补贴和儿童福利是一种普遍性福利ꎮ 前者具有减缓不平等ꎬ促进社会公正的政策含

义ꎬ而生育补贴的税收含义是向单身或无孩家庭征税来补贴生育家庭的父母ꎮ 其公平含义显然不如

前者ꎮ 事实上ꎬ不少福利国家支持者都反对生育补贴ꎮ 无论如何ꎬ面临着生育率下降的现实困境ꎬ只
有儿童公共物品说才为生育支持政策提供直接的伦理基础ꎮ

尽管儿童公共物品说堪称当代发达国家儿童福利政策最为恰当的理论支柱ꎬ但从一个更为宽广

的视角来看ꎬ它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ꎮ 首先ꎬ它只是对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生育政策的解释ꎬ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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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前现代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政策ꎮ 儿童公共物品说出台的基本背景是ꎬ当代工业化国家生

育率普遍下降ꎬ为了刺激生育各国纷纷出台生育补贴和儿童福利政策ꎬ因此它实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

国家生育率下降的应激性理论ꎮ 该理论认为儿童具有正外部性ꎬ可以为社会提供各种价值ꎬ因此需要

加以补贴ꎮ 但是儿童的正外部性并不是工业化国家才存在ꎬ前现代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存在ꎬ不
同的是ꎬ前现代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力提供生育补贴和儿童福利ꎮ 因此ꎬ关键的生育权利差异不是儿

童自身是否构成公共物品ꎬ而是社会经济结构与水平的差异ꎬ才决定生育的群己权界差异ꎮ
其次ꎬ儿童公共物品说受到功利主义计算的严重局限ꎬ它基本上只围绕着生育补贴来展开ꎬ而忽

略了非补贴情况下生育的群己权界变迁ꎮ 许多权利变迁ꎬ往往并不源于财政或支出上的变化ꎬ不涉及

相关各方的收益与负担的改变ꎮ 比如ꎬ当吞云吐雾有害于旁人健康的观念得到传播并形成共识时ꎬ那
么公共场合或者聚会场合ꎬ原来由吸烟者所拥有的吸烟权利就转移到那些不吸烟者那里ꎬ后者拥有是

否允许瘾君子吸烟的许可权ꎮ〔１０〕这说明ꎬ以人们观念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对于权利变迁有着更为深刻

的影响ꎮ 在生育问题上ꎬ也存在着类似的观念变化以及相应的群己权界变迁ꎮ 比如ꎬ美国在堕胎问题

上的严重对立ꎬ这并不是一种成本收益的分析结果ꎬ而是反映了以自由主义为一方和保守主义为另一

方的观念分歧ꎮ 这是儿童公共物品说所无法应对的根本性的权利核心问题ꎮ
最后ꎬ公共物品观———包括其直接的反对者自由主义生育观———往往试图构建一种固定的权利

框架ꎬ而没有看到ꎬ权利只是内生于社会经济结构之中ꎬ后者的变迁也决定着权利的变迁ꎮ 现有关于

生育问题的政治哲学论述往往诉诸某种基本的道德原则ꎬ然后基于该道德原则来确定有关生育问题

上的群己权界ꎮ 公共物品观的基本逻辑是社会福利最大化ꎬ而自由主义生育观的倾向是个体承担生

育的选择责任ꎮ 两者都无力描述和解释从古代到现代、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有关生育权利上的

复杂现实和大体存在的基本规律ꎮ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ꎬ“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

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ꎮ” 〔１１〕脱离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ꎬ孤立地论证或反对某种生育权利ꎬ这并

不是正确地把握生育群己权界的方法ꎮ 有必要跳出两者的争论ꎬ从一个更广的视角去观察生育问题ꎮ

二、人身所有权:一个分析生育的群己权界框架

这个更广的视角就是人身所有权ꎬ它撇开先验的道德立场与政治观念ꎬ而试图从生育的社会关系

中去把握生育的群己权界ꎮ〔１２〕 生育过程既是一种自然关系ꎬ也是一种社会关系ꎮ 所谓社会关系ꎬ即
“许多人的共同活动”ꎬ在人口再生产中ꎬ“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ꎬ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ꎬ也就是家

庭ꎮ 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ꎬ后来ꎬ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

了新的需要的时候ꎬ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ꎮ〔１３〕 马克思恩格斯此处所指的“新的社会关系”ꎬ
在古代主要指氏族、部落、城邦ꎬ在当代主要指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和各种社会机构ꎮ 比如ꎬ学校承担

了古代社会中的家庭教育和家族教育ꎬ成为当代社会中儿童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在学校外面ꎬ又
存在着各种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ꎬ它们提供各种补充教育ꎮ 宗教或教会也往往试图占用儿

童的时间与精神空间ꎮ 而商业性的娱乐场所、游戏公司、消费品厂商等也千万百计地向儿童兜售自己

的商品和服务ꎮ 因此ꎬ一个完整的生育过程(从胎儿到儿童ꎬ直至成年)ꎬ涉及大量复杂的社会关系ꎬ澄
清这些社会关系的政治哲学意义ꎬ是确立关于生育的群己权界的基本内容ꎮ

生育的第一个阶段是生殖ꎬ这里蕴含着各种潜在的权利冲突ꎮ 在生殖方面ꎬ儿童无法构成一个现

实的权利主体ꎮ 从受精卵到新生儿的过程中ꎬ胚胎(ｅｍｂｒｙｏ)和胎儿( ｆｅｔｕｓ)本身缺乏任何主动的行动

能力ꎮ 并且由于胚胎和胎儿在母亲身体中孕育ꎬ因此现实的决定权往往由母亲掌握ꎮ 极端的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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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通常主张生育权归个人ꎬ其政策含义是女性应该拥有绝对的人身自由ꎬ亦即拥有选择是否堕胎的

权利ꎮ 而 １９７３ 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 “罗诉韦德案”(Ｒｏｅ ｖ. Ｗａｄｅ)的判例ꎬ基本确立了美国今天仍然

在执行的生育权利的分配ꎬ即将怀孕分为三个孕期ꎬ早期母亲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堕胎ꎻ在第二个孕期

中ꎬ仅仅允许为保护母亲的身体而堕胎ꎬ而最后一个孕期则不允许终止胎儿的生命ꎬ只有在挽救母亲

生命的情况下方可堕胎ꎮ〔１４〕 与堕胎权相反的另一种情形是计划生育ꎮ 父母缺乏充分自由的生育权

利ꎬ能否生育二孩或三孩ꎬ其权利由国家控制ꎮ 随着试管婴儿、代孕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ꎬ又产生了

各种形式的有关生殖的权利交易与冲突ꎬ这也意味着国家不得不进行相关立法ꎬ以规范这个领域的群

己权界ꎮ
儿童成长为成年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ꎮ 因此ꎬ养育对于抚养者而言ꎬ意味着比生殖更重的负担ꎮ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ꎬ养育儿童是家庭私事ꎮ 但现代社会ꎬ国家全面介入儿童养育过程ꎮ 托幼服务、避
免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离婚时抚养权的纠纷、孤儿抚养、禁止童工、儿童食品安全、儿童安全座椅、性保

护、未成年人的烟酒或上网等消费行为限制、儿童卷入武装冲突ꎬ等等ꎬ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广泛而细

致的国家立法和国际条约ꎮ 这说明ꎬ那种将养育视为纯粹私人领域事务的观点严重不符合现实ꎮ 在

暂不考虑儿童在少年时期自主权利增长的情况下ꎬ与养育相关的绝大多数事务往往体现了父母与国

家之间的权利分割ꎮ 有关儿童保护的国家规定日益细密ꎬ而父母或监护人可以自主决定的权利空间

就越小ꎮ
教育本来是养育问题的一部分ꎬ之所以单独提出来ꎬ是因为当代教育涉及更多的主体以及儿童成

长后的信仰与行动ꎬ从而使权利版图日益复杂ꎮ 一般而言ꎬ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代表着国家的公

共物品供给ꎬ较多地承担了此前由父母承担的教育义务ꎮ 而私立学校则代表着教育的私人供给和社

会群体供给ꎬ通过与国家争取儿童教育控制权而形成一个相对自主的领域ꎮ 比如ꎬ教会学校是私立学

校的一种特殊形式ꎬ其教学内容的选择具有自主性ꎬ而儿童加入教会学校往往由父母决定ꎬ因此可以

视为父母与国家之间的权利竞争ꎮ 现实中公立教育资源的不平衡ꎬ使得优质中小学、学区设置、不同

地域和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ꎬ决定着教育供给的差异ꎬ并事实上决定了不同个体实质所享有教育权利

的水平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双减”政策的推行ꎬ大大缩小了父母在儿童教育上的选择权利ꎮ
尽管在生殖和养育乃至教育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各自有别ꎬ不同权利主体的具体权利结构也千差

万别ꎮ 但总的来说ꎬ生育问题呈现一种大体上趋同的权利结构ꎮ 一般而言ꎬ儿童属于一种权利客体ꎬ
或者需求主体ꎬ只有在成年或即将成年之后ꎬ才日益呈现为一种权利控制的主体ꎻ而父母和国家则处

在拥有控制权的主体一方ꎮ 在不同的背景下ꎬ这一控制权较多地属于父母ꎬ也可能较多地属于国家ꎮ
所有权作为一种最基础的权利观念ꎬ它可以视为占有、使用、控制、交易、获益乃至毁灭等各种权利的

综合ꎮ 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者之所以将自我所有权视为一种最基础的观念ꎬ并围绕它进行各种理论建

构ꎬ既由于这个概念的可扩展性ꎬ同时也因为它可以用来讨论不同领域中非常广泛的群己权界问

题ꎮ〔１５〕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时指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ꎬ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

动的基本问题ꎬ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ꎮ” 〔１６〕这一表述说明ꎬ所有权具有根本的解释力ꎬ可以用

来描述和解释各种制度现象ꎮ 那么ꎬ用所有权———这里是人身所有权———来描述、分析和解释生育的

群己权界ꎬ也自然是合适的ꎮ 事实上ꎬ恩格斯也是用所有权来描述原始社会的家庭关系:“我们发现历

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 那就

是群婚ꎬ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ꎮ” 〔１７〕

由此ꎬ在政治哲学上ꎬ可以将生育儿童的全部过程描述为一种针对儿童身体的所有权ꎬ这一所有

—２６１—

　 ２０２４. ６􀅰学者专论



权可以在儿童、父母、学校、社会机构和国家等不同主体之间作出分割ꎮ 一般地说ꎬ当代法律不认可胚

胎具有生命权ꎬ据此赋予母亲以充分的所有权ꎮ 但当胎儿逐步具有生命特征时ꎬ一种初步的自我所有

权被赋予了胎儿ꎬ从而限制了母亲的胎儿所有权ꎮ 而自胎儿出生ꎬ儿童就拥有比较充分的自我所有

权ꎬ其生命权必须得到保护ꎮ 同时也提出了谁来养育儿童的问题ꎬ这意味着儿童向父母和国家提出了

一种权利诉求(ｃｌａｉｍ)ꎮ 一般地说来ꎬ缺乏自我生存能力的幼儿的自我所有权是非常弱的ꎮ 但随着体

力和智力的增长ꎬ在许多事务上ꎬ儿童也有自己的决定ꎬ父母和国家都不能替他作出决定ꎮ 从这个角

度来看ꎬ儿童的自我所有权应当是逐步扩展的ꎬ在青春期的少年拥有比幼儿和低龄儿童更多的自我控

制权利ꎬ也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ꎬ比如对少年犯罪的惩戒ꎮ 当儿童长大成年ꎬ父母对于儿童的人身

所有权就基本上消失了ꎬ生育的群己权界就转化为成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群己权界ꎮ 学校与社会机

构也在儿童人身所有权上承担一定的权利和义务ꎮ 但学校与社会机构的权利并非空穴来风ꎬ追根溯

源ꎬ都来自于父母或国家的赋权ꎮ
这样ꎬ在生育的群己权界问题上ꎬ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化的政治哲学观点:生育权利的核心是儿

童(有时也包括胚胎和胎儿)人身所有权归谁所有ꎮ 从根本上讲ꎬ主要在父母与国家之间分割ꎮ 当儿

童人身所有权都归父母所有时ꎬ这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ꎬ其中国家不承担任何义务ꎬ也不分担任

何生育成本ꎮ〔１８〕而当儿童人身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时ꎬ这将是一个彻底的大同社会ꎬ父母与儿童之间

的私人性联系纽带将彻底切断ꎬ“不独亲其亲ꎬ不独子其子”ꎮ 由于国家代表着公共权力ꎬ而父母代表

着私人领域ꎬ因此儿童所有权的归属就可以简化为一种公有或私有的描述ꎮ 当然ꎬ现实中的权利边界

大致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ꎬ并受到具体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ꎮ 但是ꎬ我们总归可以用公私程度描述

不同类型的生育权利或者某种生育的群己权界的变动方向ꎮ

三、儿童部分公有化:生育的现代群己权界变迁

从儿童人身所有权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与现实ꎬ有助于我们把握生育的群己权界变迁ꎮ 儿童公有

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的必然之义ꎮ «理想国»曾描述过一种儿童公有的状态ꎮ 与此类似ꎬ
«礼记􀅰礼运»在天下为公的描述中ꎬ尤其强调“故人不独亲其亲ꎬ不独子其子”ꎮ 在孟子所推崇的王

道中ꎬ明君制民之产ꎬ以畜妻子ꎬ这其中的逻辑就是“幼吾幼ꎬ以及人之幼”ꎮ 撇开当时具体的经济社会

条件ꎬ应当说ꎬ“四海之内ꎬ皆兄弟也”“民ꎬ吾胞也”等共同人身所有权的理念ꎬ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价

值ꎬ构成中西文化中共产主义思想和福利国家思想的萌芽ꎮ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思想理念ꎮ 自土地授

田以来ꎬ土地私有制就决定了生育问题上群己权界的基本框架:儿童人身所有权本质上是私有的ꎮ 不

仅生殖本身是一种私人行为ꎬ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等行为ꎬ更是各管各家ꎮ 甚至于ꎬ先秦至汉初ꎬ父母对

于家中仆人和孩子具有生杀大权ꎮ 因此ꎬ“孩子为父母所有吗?”这不是一个疑问ꎬ而是道德现实ꎮ
稍有例外的是族田、族学、义学等宗族组织将生育权赋予了一种有限的共产主义性质ꎮ 在族田规

模比较强大的宗族中ꎬ生育问题不仅仅是核心家庭的问题ꎬ同时也是主干家庭(祖孙三代或四代同

堂)ꎬ乃至宗族的问题ꎮ 对于儿童的生养问题ꎬ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以及宗族都具有一定的权力ꎮ 因

此ꎬ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局部的多级所有制度ꎬ每个儿童既归核心家庭所有ꎬ也归主干家庭

所有ꎬ同时也归宗族所有ꎮ 由于儿童缺乏独立的生存能力ꎬ同时儿童的抚养又需要耗费较多资源ꎬ因
此宗族提供的儿童福利构成一种有限的儿童公共所有权ꎮ 总体上而言ꎬ古代的儿童本质上是一种私

有物品ꎬ溺婴、卖儿鬻女等是儿童私有制的一种特殊现象ꎮ
即使在前现代社会ꎬ也不能将儿童人身所有权的私有性视为一种绝对权利ꎮ 对于父母的儿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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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有权的限制来自于国家ꎮ 一方面ꎬ律法剥夺了父母对子女的生杀大权ꎬ这说明ꎬ公共权力机构剥

夺了父母对于其子女的部分所有权ꎻ另一方面ꎬ在特定情况下ꎬ国家对于生育行为施加各种限制或者

鼓励ꎮ 比如越王勾践就曾实施生育奖励政策ꎮ
近代以来ꎬ儿童人身所有权呈现出一种儿童部分公有化的基本趋势ꎮ 尽管各国的做法千差万别ꎬ

但基本趋势是大致趋同的ꎬ亦即国家日益全面介入生育问题ꎮ 首先ꎬ通过义务教育ꎬ实现了儿童教育

权力从父母到国家的转移ꎬ政府对于儿童的教育内容的规定ꎬ尤其是宗教与政治相分离的措施ꎬ一定

程度上将儿童教育权置于国家手中ꎮ 政府不仅在义务教育的课内时间实施各种管理与引导措施ꎬ特
定情况下ꎬ还可以制定儿童的课后辅导政策ꎬ对辅导机构和父母的教育权利给予更严格的限制ꎬ比如

２０２１ 年中国实施的“双减”政策ꎮ
国家介入生育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儿童保护ꎮ 英国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盛行学徒契约制度ꎬ

儿童作为“自由劳动者”进入工厂参加生产劳动ꎬ恶劣的工作环境导致营养不良和过高的死亡率ꎮ 一

方面ꎬ政府通过立法来积极干预童工问题ꎬ比如英国议会 １８０２ 年通过的«学徒健康及道德条例»和

１８３４ 年通过的«扫烟囱者及其学徒的加强管理以及烟囱和气道的安全建造条例»ꎻ另一方面ꎬ社会机

构如孤儿院、教会、贫民医院等也对孤儿、穷人子女等儿童予以照顾和监护ꎮ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ꎬ各国

逐步确立了儿童保护的法律ꎬ其内容也逐步向各种施加于儿童的暴力、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ꎬ诱拐、
买卖或贩运儿童ꎬ以及童子军等各种形式的不人道行为方面扩展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ꎬ灾难、贫困和疾病等因素使儿童福利议题得以凸显ꎬ尤其是发达国家较为

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生育率下降的现实ꎬ促使儿童福利成为一个重要的生育权利内容ꎮ 涉及的内容有

安全分娩、婴幼儿护理、母婴保健和生育保险服务ꎬ为儿童提供免费营养午餐ꎬ建立免费基础教育和托

儿所等儿童照顾设施ꎬ家庭福利、母亲和儿童福利、学校儿童健康和福利ꎬ以及残疾儿童的康复服务ꎬ
等等ꎬ为儿童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ꎬ充实了有关生育的积极权利ꎮ 与此同时ꎬ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儿童生存发展环境恶劣ꎬ部分国家甚至基础义务教育都难以保障ꎬ遑论积极的儿童福利ꎮ 因此ꎬ在儿

童福利方面呈现出全球性的权利结构不平衡ꎮ 与其说是因为儿童成长蕴含了各种儿童福利的权利要

求ꎬ毋宁说不同国家的福利供给能力限制了权利的内容与实现ꎮ 比如ꎬ中国“大跃进”时期各地曾出现

了许多托儿所和幼儿园ꎮ 各种托幼组织之所以很快兴起ꎬ除了政府的鼓励倡导外ꎬ最重要的原因是许

多妇女参加社会劳动ꎬ孩子需要照看ꎮ 但“大跃进”期间举办的许多民办工业很快衰落ꎬ妇女重新回到

家庭ꎬ多数托幼机构也纷纷关闭ꎮ
此外ꎬ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关于生殖方面的权利变迁ꎮ 在前近代社会ꎬ婚姻和生殖主要是一个

习俗所规定的道德实践ꎮ 当代生殖技术的发展ꎬ使得生殖及其相关权利冲突也更加凸显ꎮ 前述堕胎

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ꎬ此外ꎬ试管婴儿、代孕等等新型生育的群己权界也在出现和调整之中ꎮ 除了技

术方面的问题和家庭规模的变化ꎬ单亲家庭、同性婚姻等新的社会现象也向既有传统婚姻与生殖的权

利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ꎮ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压力又迫使国家必须在全社会层面调控生

育ꎮ 联合国 １９８９ 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就要求缔约国“开展预防保健、对父母的指导以及计划生

育教育和服务”ꎮ
上述对于近现代生育权利变迁的描述是非常粗略的ꎬ但仍然可以大体上呈现出生育权利的基本

轮廓ꎬ那就是以国家干预为表现形式的儿童部分公有化ꎮ 无论是基础教育、儿童保护、儿童福利还是

生殖问题ꎬ国家全方位介入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的生育问题ꎮ 儿童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全社会的共同

资产(ｃｏｍｍｏｎ ａｓｓｅｔ)ꎬ国家承担了大部分的保护义务ꎬ并资助了儿童从出生到成长全过程中的相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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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成本ꎮ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儿童公有化的道路上走得或近或远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着彼

此冲突的权利安排ꎬ但撇开细枝末节的权利冲突ꎬ儿童公有化这一自近代工业化进程以来的世界性图

谱仍然是清晰而完整的ꎮ 中国近期在生育政策方面的变迁只是这一现代群己权界变迁中的部分景象ꎮ
那么ꎬ儿童公有化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是否实现类似于«理想国»中那种彻底消灭家庭ꎬ完全断绝

单个的父母与儿童之间社会联系的情形? 虽然这一彻底的人身共同所有权似乎非常荒谬ꎬ但逻辑上

仍然可能ꎬ如果有一天人造子宫技术得以普遍发展和应用ꎬ家庭消亡和相应的私人社会联系也将被扫

进历史的垃圾堆ꎮ 不过ꎬ在可见乃至较长的未来ꎬ这类技术必将受到严格的伦理限制ꎮ 而资本主义私

有制的现实ꎬ则决定了家庭仍然在阶级再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结构性功能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比较合

理地预测ꎬ儿童人身所有权可能会停留在完全私有到完全公有这一连续谱的中间某个位置上ꎬ这个位

置既蕴含了儿童私有的因素ꎬ同时也蕴含了儿童公有的因素ꎮ 它大体上投射出生育问题上比较理想

的权利结构ꎬ此时ꎬ儿童公有化进程基本停止ꎬ有关生育的群己权界得以基本稳定ꎬ但会随着经济结构

的变迁以及文化发展而略有波动ꎬ各国则依据不同的文化和习俗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ꎮ

四、权利嵌入:构建生育的多级人身所有权

前述理想的生育权利同时蕴含公私两重因素ꎬ这并非对于生育问题公私冲突的简单妥协ꎬ而是当

代生育权利的普遍现实ꎬ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中公私程度虽然存在着差别ꎬ但同时蕴含公私因素这方

面ꎬ大体上是成立的ꎮ 这种公私并存的二元视角ꎬ虽然对于描述和解释生育群己权界的宏观历史是有

帮助的ꎬ但在更具体的权利形式以及证成方面ꎬ它还是远远不够的ꎮ 为此ꎬ有必要在儿童人身所有权

方面ꎬ构建更准确的一般权利结构ꎮ 这个一般性的权利结构就是多级人身所有权ꎮ〔１９〕

每一个儿童都被不同层级的人和群体所拥有ꎮ 不存在一种绝对的自我所有权ꎬ也不存在某个独

立而拥有完整的儿童人身所有权的主体ꎮ 所有主体ꎬ不管是儿童、父母ꎬ还是学校、政府等机构ꎬ都只

能部分拥有儿童的所有权ꎮ 这些所有权相互叠加、相互限制ꎬ并深深嵌入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具体的儿

童处境之中ꎮ 因此ꎬ呈现出一种根据具体情境而采取不同权利安排的生育的多级人身所有权结构ꎮ
最基本的ꎬ儿童拥有自我所有权ꎮ 自我所有权的存在本身ꎬ就是对于儿童公共物品说的否定ꎮ 它

表明ꎬ儿童首先应当作为一个权利主体ꎬ而不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公共物品”ꎮ 自我所有权是权利主

体的第一权利ꎮ 这种自我所有权首先表现为“固有的生命权”以及“生存和发展权”ꎮ 其次ꎬ随着儿童

年龄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逐渐成熟ꎬ自我所有权还表现为ꎬ他对自己事务应当拥有更多的权利ꎮ “有
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ꎬ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

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ꎮ”此时ꎬ儿童拥有言论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对于社会公

共事务发表其看法的权利ꎮ〔２０〕但由于儿童无法承担其言行的全部责任ꎬ因此这些权利通常不可能是

充分的ꎬ但至少应当是存在的ꎮ 可以合理地认为ꎬ儿童的这种政治权利即使存在ꎬ也主要地涉及与儿

童有关的事务ꎬ而不是一切公共事务ꎮ 因此ꎬ儿童权利应当嵌入到自身的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ꎬ前者

比如父母离婚后孩子选择与哪一方生活ꎬ后者如参与力所能及的公益和社区事务ꎮ
父母在婴幼儿的人身所有权方面拥有决定性的权利ꎬ但这种权利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逐步降

低ꎮ 只要家庭还存在ꎬ那么就必须承认ꎬ父母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的事务方面承担了相比较

儿童和政府更多的责任与权利ꎮ 儿童在许多事务上的选择ꎬ比如日常饮食、何时何地上托儿所或幼儿

园、早期教育等ꎬ事实上都由父母决定ꎮ 不过ꎬ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ꎬ其所承担的相应义务和责任也随

之增多ꎬ直至作为一个成年人拥有全部的自由与责任ꎮ 与之相应ꎬ父母的权利也将逐步削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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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儿童的人身所有权主要表现在儿童保护以及儿童福利方面ꎮ 前者是针对潜在和现实的

儿童权利侵害ꎬ对父母和其他人所实施的行为限制ꎬ后者是在一些家庭无力支撑人口再生产的情况

下ꎬ对于家庭和儿童的经济资助与社会援助ꎮ 一般来说ꎬ当代政府的儿童所有权是辅助性的ꎬ但在特

定情况下(比如孤儿)ꎬ可以构成一种主导性的儿童权利ꎮ 基础教育可能是当代儿童福利中最主要的

内容ꎮ 基础教育所涉及的相关主体非常广泛ꎬ它包括儿童、父母、教师、公立和私立学校、校外培训机

构(学科类培训机构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等ꎮ 很难用一两

句话概括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群己权界ꎮ 但可以肯定的是ꎬ政府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比

如ꎬ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政府推行的“双减”政策ꎬ令许多校外学科培训的资本大幅撤离ꎬ极大地改变了相关

主体之间的权利结构ꎬ尤其是家国关系ꎮ〔２１〕

生育问题上的多级人身所有权是一种一般性的描述ꎬ其具体的表现则视其权利嵌入进程而定ꎮ
这一权利嵌入进程可以分别从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微观的儿童处境来观察ꎮ

宏观上ꎬ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群己权界有着不同的要求ꎮ 以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家国关系为例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家庭不具备独立的生产功能ꎬ国家成为家庭生存状态的决定

性因素ꎬ它通过城市的单位与农村的人民公社等公共经济组织承担了教育、医疗、养老等相当一部分

传统上属于家庭人口再生产的职能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农村家庭成为联产承包的主体ꎬ城市改革后个体

和私营经济崛起ꎬ这些意味着家庭具有更为充分的物质生产功能ꎬ与这一社会结构相适应ꎬ国家将许

多家庭(包括生殖、养育、教育、医疗等)功能私有化ꎮ 近年来ꎬ社会结构上大规模的阶级分化乃至固

化ꎬ使得许多中低收入家庭失去完整支撑生育儿童的能力ꎮ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ꎬ我国生育率显著下

降至远低于更替水平ꎮ “双减”政策ꎬ以及各地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各种生育奖扶措施ꎬ其实可以代

表着家国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ꎬ即国家再次承担起更多的生育责任ꎬ儿童公有化的趋势日益明

晰ꎮ〔２２〕因此ꎬ家国之间在生育问题上的权利分割ꎬ归根结底ꎬ从属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ꎮ
除了宏观经济结构ꎬ微观上的儿童处境也是确立不同类型的儿童权利的直接考虑ꎮ 每一个儿童

所面临的处境都是特殊的ꎮ 除了普遍的儿童福利政策之外ꎬ还有一些儿童面临着缺乏监护人或者监

护人缺乏经济能力ꎬ亲属资助能力与意愿不足等困境ꎬ他们需要特别的经济与社会支持ꎬ如此才有可

能保证他们得到正常成长的机会ꎮ 而要满足这一点ꎬ需要各方主体———比如民政部门、福利院、社工

组织、亲属、学校———针对特定的儿童采取特定的支持措施ꎬ从而在相关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多层次而

复杂的权利结构ꎮ
多级人身所有权构成了现实中各种生育权利的内在统一性ꎬ而权利嵌入则决定了生育权利在具

体形式上的多样性ꎮ 哲学的目的是理性与现实的和解ꎮ 站在自由主义立场批判现行儿童福利政策ꎬ
或者依据儿童公共物品说指责自由主义者不负责的态度ꎬ这本质上只是一种思维的自言自语ꎬ无助于

我们理解现实ꎮ 只有从多级人身所有权的权利嵌入视角出发ꎬ我们才有可能更准确理解和切入现实ꎬ
并最终改造现实ꎮ

注释:
〔１〕〔１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６０、１５９ 页ꎮ
〔２〕赵梅:«“选择权”与“生命权”———美国有关堕胎问题的论争»ꎬ«美国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ꎮ
〔３〕Ｅｒｉｃ Ｒａｋｏｗｓｋｉꎬ Ｅｑｕ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１ꎬｐ. １５３.
〔４〕Ｐａｕｌａ Ｃａｓａｌꎬ“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ꎬＰｒ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１３ꎬ１９９９ꎬｐｐ. ３６３ － ３７６.
〔５〕Ｐ. Ｃａｓａｌ ａｎｄ 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Ｒｉｇｈｔｓꎬ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ꎬ Ｋｒｉｔｉｋ１７ꎬ１９９５ꎬｐ. ９４

—６６１—

　 ２０２４. ６􀅰学者专论



〔６〕自加里􀅰贝克尔等人用经济学分析人类行为ꎬ尤其是生育行为之后ꎬ学者们使用了各种经济概念来界定儿童ꎬ比如副产品、投
资品、消费品、不完全保险品(Ｓｕｓａｎ Ｈ.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ꎬ“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ｓ Ｂｙ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Ｇｏｏｄ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ｍｅ Ｍｉｃｒ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３ꎬ１９７５ꎬｐｐ. ３７３ － ３９０ꎻＣｌａｕｓ Ｃｈｒ. Ｐöｒｔｎｅｒꎬ“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Ｖｏｌ. １４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１ꎬｐｐ. １１９ － １３６)ꎮ 多数概念着眼于父母在生育问题上的理性选择ꎬ而非国家职责ꎮ 唯有公共物

品说着眼于儿童的正外部性及国家与个人的权利界限ꎮ
〔７〕Ｎａｎｃｙ Ｆｏｌｂｒｅꎬ“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８４ꎬＮｏ. ２ꎬ１９９４ꎬｐｐ. ８６ － ９０.
〔８〕Ｒｏｌｆ Ｇｅｏｒｇｅꎬ“Ｗｈ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１ꎬ１９８７ꎬｐｐ. １ － ４２.
〔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５７７ 页ꎮ
〔１０〕〔美〕詹姆斯􀅰Ｓ.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ꎬ邓方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６６ － ６７ 页ꎮ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３６４ 页ꎮ
〔１２〕需要解释的是ꎬ这里的人身所有权是一种哲学权利ꎬ而不是具体的法律意义上的对于财产的占有、处置、收益的权利ꎬ也并不

直接关联权利的界定、行使、管辖和司法裁决ꎮ 自我所有权最早出现在洛克的«政府论»中ꎬ虽然也确实有人批判自我所有权这个说法

不成立(康德)ꎬ但是由于自我所有权在政治哲学理论中的基础性以及它与多个议题和理论的相关性ꎬ所以并不妨碍它成为当代政治

哲学影响最为广泛的概念之一ꎮ 人身所有权是自我所有权这个概念的一般化ꎬ诺奇克曾讲到纳税意味着对自我所有权的侵犯ꎬ这一表

述的反向理解ꎬ亦即公众对于纳税人事实上拥有了某种人身所有权ꎮ 以本文所讨论的生育问题为例ꎬ当法律不允许某个母亲堕胎或者

不允许她生育时ꎬ可以从哲学上理解为ꎬ社会整体对她的身体拥有了某种程度的人身所有权ꎮ 即使法律放弃对堕胎或生育问题的管

制ꎬ而将全部权利由个体自由行使ꎬ也可以描述为个体拥有充分的自我所有权ꎮ
〔１４〕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美国最高法院推翻该案判例ꎬ认为堕胎权并非“宪法权利”ꎬ妇女是否有权堕胎ꎬ将由不同州的州法律来决

定ꎮ 从人身所有权的视角来看ꎬ这意味着全社会共同赋予妇女的对于胚胎和胎儿的所有权有可能被所在州人民剥夺ꎮ 不仅如此ꎬ保守

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Ｃｌａｒｅｎｃｅ Ｔｈｏｍａｓ)甚至认为ꎬ要重新考虑 １９６５ 年“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Ｇｒｉｓｗｏｌｄ ｖ.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判例的合法性ꎮ 该判例认为ꎬ已婚夫妇有权在不受政府限制的情况下购买和使用避孕药具ꎮ 如果美国保守主义倾向最终推翻这一判

例ꎬ则意味着个体避孕权很大程度上丧失ꎬ自我所有权将受到更为严重的限制ꎮ
〔１５〕李风华:«自我所有权:观点与议题»ꎬ«哲学动态»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１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４３５ 页ꎮ 在«共产党宣言»中ꎬ所有制(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与所有权(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所指略有差别ꎬ但相比较教育、家庭、祖国、民族、观念(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的观念)问题ꎬ所有制(权)无疑占据着基

本的重要性ꎮ
〔１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４６ 页ꎮ
〔１８〕这是一个忽略父权干预(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的简化看法ꎮ 如果将儿童权利和父母干预作为关注点的话ꎬ那么自由主义内部在父母

是否有权干预儿童方面也存在着分歧ꎬ参见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Ｓｃａｒｒｅꎬ“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Ｖｏｌ. ５５ꎬ１９８０ꎬｐｐ. １１７ － １２４.
〔１９〕从日常的直观语言表达是ꎬ一个人既属于他本人ꎬ也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ꎮ 这种观念在古代哲学并不鲜见ꎮ 比如ꎬ柏拉图就

说过:“只要有可能ꎬ每一个男人和男孩都必须强制接受教育ꎬ因为他们首先属于(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城邦ꎬ其次才属于他们的父母”(«法律

篇»)ꎬ转引自肖瑛:«家国之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家邦关系论述及其启示»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此处不采用王晓

朝的译本(〔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ꎬ王晓朝译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５６２ 页)ꎬ因为该译文采用直译ꎬ反而需要

额外仔细辨析ꎬ才能把握住柏拉图此处同时将个人归属于国家和父母的含义ꎮ 有关多级人身所有权的提出以及相关表述ꎬ参见李风

华:«“一毛”与天下:论自我所有权的局限及多级人身所有权的存在»ꎬ«哲学动态»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ꎻ有关多级人身所有权在家庭和个

人信息方面的体现与应用ꎬ分别参见李风华:«何以为家? 一种基于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命运共同体»ꎬ«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ꎻ李
风华、易晨:«多级所有与权利嵌入:论个人信息的群己权界»ꎬ«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２０〕«儿童权利公约»第 １２ 条、第 １５ 条ꎮ 这一表述显然与传统观点对立ꎬ后者认为儿童不拥有任何政治权利ꎮ (Ｍａｒｙ Ｊｏｈｎꎬ“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ａ 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ｉｎ Ｓｈａｒｏ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ｅｄ. ꎬ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ꎮ)传统观念之所以如此狭隘ꎬ是因为它将投票选举视为判别政治民主的核心要素ꎮ 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念中ꎬ儿童完全有

理由成为民主的重要主体ꎮ
〔２１〕从儿童公有化视角来观察近年来中国家国关系变动ꎬ参见李风华、喻冰:«从“双减”看家国关系之变动———兼评家国同构

说»ꎬ«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２２〕此处的公有化并非指一种不可逆的通往绝对公有化的进程ꎬ它仅仅表明ꎬ相比较之前的儿童权利格局ꎬ政府干预的程度要更

高ꎬ家庭对于儿童人身的控制权受到显著削弱ꎮ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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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所有权视野中的儿童权利:论生育的群己权界


